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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可在由无亲

缘关系的个体组成的大规模群体中进行合作(参见

如 Boyd et al.，2003；黄少安和张苏，2013)。毫无疑

问，集体行动在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而个体在行动

中是否愿意信任他人、提供协作对于整个集体的福

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大量例子表明，当集体中有

足够多的个体采取协作行动时，整体的福利将非常

可观；反之，当协作的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很可能

会面临诸如公地悲剧(Hardin，1968；Ostrom，2008)、转
型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从而导致集体福利显著降

低。因此，人类的集体合作现象吸引了大量来自不

同学科学者的关注：世界著名期刊《科学》(Science)在
2005年创刊 125周年之际组织了一份调研(Kennedy
and Norman，2005)，向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征集了

125个“驱动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决定未来科学研究方

向”的科学难题，并由时任主编从中进一步提炼出

25个“大问题”。最终，《科学》杂志给出的 25个“大

问题”几乎全是自然科学问题，仅有两个社会科学问

题——“人类的合作行为如何演进”便是其中之一。

经济学界长期对集体合作问题保持高度关注。

一般认为，长期关系和声誉机制都能促进群体中的

合作行为。然而，这些基于重复博弈的理论并不能

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人们在与大量的陌生人进行的一

次性博弈中也往往会视情况提供不同程度的协作。

关于非重复的集体合作博弈，经济学文献中最著名

的两个代表可能是公共品博弈(public goods game)与
协作博弈(coordination game)。其中，曼瑟尔·奥尔森

(Mancur Olson)在他的经典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

指出，由于“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大规模的群体很难

在公共品博弈中实现充分合作和有效供给(Olson，
1965)。虽然高水平的群体合作确实有可能在协作

博弈中实现，但由于相关模型往往假设参与者的行

动选择具有互补性，很多时候博弈还会同时存在一

个低合作水平的均衡。对此，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他的经典专著《冲突的策略》中进行了精

彩描述，并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聚点”(focal point)理论

来解释合作均衡的出现(Schelling，1960)。
无可否认，Olson(1965)、Schelling(1960)以及后续

一系列关于公共品博弈和协作博弈的工作极大地加

深了我们对大规模、非重复性的集体合作问题的认

识。然而，我们注意到已有的工作大都建立在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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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具有无限理性(unbounded rationality)的前提下，并

通过求解模型的(贝叶斯)纳什均衡对集体合作的现

象进行解读。这意味着，在均衡的状态下，博弈的参

与者需要对他人的行动(以及理性程度和支付函数)
具有绝对精确的信念预期(Aumann and Brandenburg⁃
er，1995)。在博弈的参与者为众多彼此陌生的个体

或交易不具有长期性的情况下，这一假设是否恰当

值得商榷。研究集体行动的著名学者、2009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
trom)就曾直接指出，大量与集体合作行为有关的实

验经济学研究表明，人们即使在重复博弈中也没有

表现出明显的采用纳什均衡策略的倾向 (Ostrom，

1998)。这意味着，经典的理性人框架可能并不足以

让我们完全理解群体在非重复博弈中的合作表现。

有鉴于此，奥斯特罗姆认为构建一个以更符合现实

的行为假设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理论框架是“政治科

学的核心任务”，并呼吁学者重视来自行为经济学的

理论创新和实验发现。

为了回应奥斯特罗姆的批判和呼吁，本文将研

究有限理性下的集体合作博弈。特别地，我们借鉴

了由 Osborne and Rubinstein(1998)开创性地建立的

“过程理性”(procedurally rational)模型，并将它应用到

集体合作博弈问题的研究中。在我们的模型中，每

位博弈者需要选择是否与他人合作(或信任他人)。
每位博弈者的最终收益将取决于他以及与他随机匹

配的另一位博弈者的行动选择。关键地，每位博弈

者在考虑要不要与他人协作时，可以通过随机抽样

的方式观察(和估计)不同行动能给他带来的支付，并

据此做出最终的行动选择。我们将Osborne and Ru⁃
binstein(1998)提出的“抽样均衡”(sampling equilibri⁃
um)的概念拓展到博弈者具有异质性的情形(不同个

体可能具有不同的合作成本)，并以此作为本文模型

的均衡解概念。与经典的纳什均衡相比，抽样均衡

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并不要求博弈的参与者对他人的

行动选择和理性程度等因素具有绝对精确的信念预

期——博弈者仅需依据抽样结果选择为他带来最高

支付的行动。这一直观的决策过程与我们日常生活

中的经验比较相符。此外，来自实验经济学的证据

表明，纳什均衡关于博弈者信念的假设在现实情况

下很难得到满足(Costa-Gomes and Weizsacker，2008；
Friedman and Ward，2019)，而人们在博弈中的行为可

能更符合抽样均衡的预测(Selten and Chmura，2008；
Goerg and Selten，2009)。

将博弈参与者的异质性引入我们的均衡分析框

架至少具有以下两点价值。一方面，这为以往多支

考虑同质化参与者特殊情形的理论文献提供了重要

补充。研究抽样均衡以及更广泛的过程理性的文献

中关于异质性的讨论尚不多见，但逐渐引起了一些

学者的关注。例如，Osborne and Rubinstein(2003)考
虑了一个多选项的投票模型，并假设不同类型的投

票者对候选项具有不同的偏好。与本文以支付结果

为抽样对象的设定不同，Osborne and Rubinstein
(2003)考虑以行动本身为抽样对象的情形。他们对

于过程理性的假设较适合于个体支付直接取决于所

有参与者的行动的博弈(如投票)，而本文更关注个体

收益只取决于其匹配到的“对手”的行动的场景(如
非熟人之间的合作)。Rowthorn and Sethi(2008)则在

过程理性的框架下考虑博弈者的社会性偏好差异

(例如完全自私或视情况互惠)。他们研究了一个独

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的扩展应用，其模型中接收

转移支付的委托人将根据抽样结果决定是否对负责

分配的代理人的行动加以限制(如设定转移下限)，而
自私程度不同的代理人对于委托人设定的限制会有

不同的反应。与Rowthorn and Sethi(2008)相比，本文

保留了博弈参与者仅关注自身物质收益的经典设

定，侧重讨论他们合作成本的异质性与过程理性的

交互作用。近期，Salant and Cherry(2020)一文也把博

弈者的异质性纳入模型的均衡分析。然而，该文对

于博弈者支付异质性的考虑仅限于均匀分布，本文

则是考察了一般化的分布函数。此外，该文以统计

推断刻画抽样过程的设定方式也与本文抽样过程的

设定有明显差异。

另一方面，考虑参与人偏好异质性的过程理性

模型为集体合作问题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发现和

应用启示。我们发现在较为一般的异质性环境下，

集体合作博弈存在唯一的抽样均衡(这与基于完全

理性的纳什均衡解概念所面临的多重性问题形成鲜

明的对比)。基于这一清晰的理论预测，我们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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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深入的比较静态分析和福利分析，发现虽然更

高的合作收益一般情况下都会伴随着更高的社会信

任水平，但如果人群中不存在特别热衷于合作的个

体(或者单向信任他人带来的支付过低)，那么无论相

互合作的潜在收益有多大，群体中无任何人合作都

有可能是唯一的均衡结果。这一新颖的理论发现具

有深刻的政策启示。特别地，它意味着政策制定者

在评估不同的措施在提升社会合作、信任水平方面

的效果时，必须细致地考虑群体中合作成本的异质

性分布。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很多地方政

府都出台了针对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保障政策。根

据我们的理论结果，这些政策虽然不会直接增加整

个社会的合作收益，但却可以降低那些最热衷于奉

献和合作个体的合作成本，而这将对推动整个社会

的合作抗疫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相反地，如果政

府忽视了对一线医护人员等自愿合作者的兜底保

障，仅寄望于通过宣传抗疫成功的潜在收益来促进

民众协作配合，其效果很可能会不太理想。

考虑到在很多现实情形中，博弈者可能会经过

多次抽样后才做出决策，我们也进一步将模型拓展

到多次抽样的环境。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任意的抽

样次数和合作成本分布函数，模型都存在一个稳定

的抽样均衡。此外，我们发现多次抽样可以提高合

作现象在人群中出现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当人群中

合作成本较低的博弈者占比较高时，平均而言多次

抽样的经历将放大合作行动相对于非合作行动的支

付优势。

最后，我们把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和福利分析

结果应用到信任与合作对国民财富积累的影响、文

化与经济行为的联系等现实问题，为相关的实证文

献提供理论支持。例如，我们的理论可以用于解释

为什么社会信任与国民财富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

系 (参见如刘凤委等，2009；吕朝凤等，2019；Knack
and Keefer，1997；Durlauf and Fafchamps，2005)。又

如，同宗族同方言可促进信任的实证发现(如潘越

等，2019；马双和赵文博，2019)背后可能存在更深刻

的机理：“文化同质”很可能并非群体呈现更高信任

水平和经济绩效最主要的原因，更关键的也许是该

同源文化恰好能降低合作的成本投入。这些讨论在

帮助我们更好地从理论上理解近期文献中的一系列

实证发现的同时，还凝练出了更精确、细致的“可以

被验证的含义”(testable implications)，对后续的实证

工作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模型设定

我们考虑以下共有一个连续统单位(a continu⁃
um)的参与者的群体博弈。在这个博弈中，每一位博

弈者需要作出一个行动选择 a∈A≡｛0，1｝。其中，行

动a=1的经济含义可以被解读为“合作”“投入”或“信

任”等。相应地，行动 a=0的经济含义可以被解读为

“不合作”“不投入”或“不信任”等。

在进行行动选择的同时，每一位博弈者将随机

与人群中的另一位博弈者匹配。每位博弈者 i∈[0，1]
最终获得的效用同时取决于他的行动选择ai，以及与

他匹配的博弈者 j的行动选择aj：

ui(ai，aj)=
ì

í

î

ïï
ïï

B- ci 若ai = aj = 1
b - ci 若ai = 1，aj = 0
0 若ai = 0，

其中，B＞0为两位博弈者均采取合作行动时的收益；

b∈ℝ 为当匹配到的另一方选择不合作时，博弈者单

方选择合作所能获得收益(或额外承受的损失)；ci∈
[c，c]为博弈者 i选择合作行为所需付出的成本。综

上所述，i与其匹配对手 j之间博弈的支付矩阵如图1
所示。我们假设 b＜B，并将任意博弈者选择不合作

时所获得的支付正规化为零。

我们假设每位博弈者异质性合作成本是她的私

人信息，并互相独立地根据相同的累计分布函数 F
抽取。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进一步假设 F是绝对

连续的，并有一个对应的密度函数为 f。值得注意的

是，与 Schelling(1960)和Olson(1965)等经典的集体行

动理论相比(具体参见 Anauati et al.，2016；Medina，
2007)，我们在上述模型中加入个体异质性。这一设

定是具有广泛实证支持的：不少研究 (例如 Fisch⁃

图1 博弈的支付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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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er et al.，2001；Fischbacher and Gächter，2006；
Burlando and Guala，2005；周业安等，2013)表明，集体

行动中个体在偏好方面有丰富的异质性。以信任行

为为例，人们的信任感以及诚信观很可能来自家庭

教育(Alesina et al.，2015)，而不同的家庭在教育子女

方面付出的努力成本可能不同(韦倩等，2019)。因

此，不同的个体采取合作行动的成本存在异质性这

一假设不仅增加了模型结论的一般性，而且也使得

模型的设定更贴合现实情况。

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研究集体行动的经

典理论文献受到的一个重要批判是其采用的模型解

概念对博弈参与者理性程度的要求过分苛刻。例

如，经典的纳什均衡要求每个博弈者对其他博弈者

的行动有绝对精确的信念。然而，对于一些博弈而

言(比如本文所关注的多人同时博弈)，人们很难不经

任何交流就对其他众多陌生人的选择有准确的预

期。作为对相关质疑的回应，本文借鉴Osborne and
Rubinstein(1998)的“过程理性”概念，求解模型的“抽

样均衡”。简单而言，Osborne and Rubinstein(1998)提
出人们的实际行动决策基于以下一个抽样过程：博

弈者对自己的每一个可选行动 a∈A都进行随机抽样

尝试，然后选取抽样结果中对应的支付最大的行

动。在多人博弈中，人们若以这种“支付最大化”的

抽样经历为处事方式，最后形成的稳态均衡就是抽

样均衡。特别地，当每位博弈者对每一个可选行动

均抽样K次时，我们称其对应的稳态均衡为S(K)-抽
样均衡。为了尽可能清晰地展示模型的理论直觉，

我们在接下来(第二和第三部分)将首先把注意力集

中到单次抽样的情形，围绕 S(1)-抽样均衡进行分析

和讨论。在稍后的第四部分，我们将仔细考察更为

一般化的多次抽样情形。

均衡的严格定义如下。记任意合作成本为 c∈
[c，c]的博弈者选择行动 a∈A的概率为αc(a)。那么，

任意博弈者 i的抽样经历将是一个概率分布：记 i对
行动 ai带来支付进行抽样时产生的随机变量为 vi(ai，

α)，含义是如果其遇到的对手-i的类型为 c，则取值

等于 ui(ai，a-i)的概率为αc(a-i)，其中 a-i为 i匹配到的对

手-i的行动选择。具体而言，任何博弈者在人群中

遇到合作行为的概率为α(1)= ∫-cc̄αc(1)dF(c) ，遇到不合

作行为的概率为α(0)=1-α(1)。基于此，可知成本类

型为 ci∈[c，c]的博弈者选取的行动 a∈A为最优的概率

等于：

w(a，α，ci)=(α(1))21ui(a，1)＞ui(a′，1)+(α(0))21ui(a，0)＞ui(a′，0)+
α(1)α(0)(1ui(a，1)＞ui(a′，0)+1ui(a，0)＞ui(a′，1))
此处1为指示函数(indicator function)。

定义1 当一个概率分布α∈ΔA满足αci(a)=w(a，
α，ci),∀a∈A，ci∈[c，c]时，我们称它为S(1)-抽样均衡。

换言之，当任意行动 a∈A被随机抽中的概率(亦
即选择该行动的博弈者在人群中的比例)恰好等于

其为博弈者带来最高的抽样支付的概率时，我们的

博弈便达到了S(1)-抽样均衡。

三、模型分析

(一)模型求解

根据图 1的支付矩阵，给定对手的行动选择，博

弈者的最优行动选择依然取决于其合作成本的大

小。因此，合作成本的异质性意味着刻画博弈者的

抽样支付结果的 (均衡)分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

务。幸运的是，在我们的模型中个体博弈者的抽样

结果的预期分布仅取决于人群中选择合作行动的博

弈者的整体比例。依赖于这一观察，我们对模型的S
(1)-抽样均衡进行以下全面的刻画。

定理1 (i)若F(B)-F(b)=1，任意的概率分布α∈ΔA
均可构成一个 S(1)-抽样均衡。(ii)若 F(B)-F(b)＜1，
则存在一个唯一的 S(1)-抽样均衡α*∈ΔA，其中选择

合作行动的博弈者的比例为

α*(1)= F(b)
1 -(F(B)- F(b))* (1)

证明：假设人群中合作行动的选择初始分布为

α∈ΔA。注意到当博弈者选择不合作时，他通过抽样

获得的支付结果总是为零(ui(0，1)=ui(0，0)=0)。接下

来，让我们考虑一个合作成本为 ci∈[c，c]的博弈者 i，
并进行以下分类讨论：

一方面，若合作成本符合 ci＞B(ci＜b)，则无论博

弈者 i在对行动 ai=1带来的支付进行抽样时匹配到

怎样的对手，他都会得到严格为负(严格为正)的收

益。因此，对于这一类别的博弈者，选择不合作(合
作)时的抽样支付总是要大于选择合作(不合作)时的

抽样支付。换言之，合作成本大于B(小于 b)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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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总是会选择不合作(合作)。
另一方面，若合作成本符合 ci∈(b，B)，博弈者 i的

行动选择将取决于具体的抽样结果。特别地，当他

对行动ai=1的支付进行抽样时，他将以α(1)的概率匹

配到一位选择合作的对手。因为B-ci＞0，此时博弈

者得到的抽样支付必然会高于行动 ai=0对应的抽样

支付。然而，该博弈者还有α(0)=1-α(1)的概率将抽

到一位选择不合作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 b-
ci＜0，他得到的抽样支付必然会低于行动 ai=0对应

的抽样支付。因此，对于合作成本处于中间范围的

博弈者(b＜ci＜B)，行动 ai=1给他们带来最高的抽样

收益的概率为α(1)，而ai=0给他们带来最高的抽样收

益的概率为α(0)。①

综上所述，在事前的状态下，博弈者选择 ai=1的
抽样收益是最优的概率为

w(1，α)= ∫-∞b dF(c)+ ∫bBα(1)dF(c) =F(b)+(F(B)-F(b))·α
(1)

将上式代入定义 1中的均衡条件 α(a)=w(a，α)，
我们得知任意的S(1)-抽样均衡必须满足

α(1)=F(b)+(F(B)-F(b))·α(1) (2)
显而易见，如果 F(B)-F(b)=1，任意α(1)∈[0，1]均

符合式(2)，因此定理 1中的命题(i)成立。另一方面，

当条件 F(B)-F(b)＜1满足时，式 (2)有唯一解 α*(1)=
F(b)

1 -(F(B)- F(b)) ，该解对应的即为均衡时人群中选

择合作的博弈者的比例。因此，定理 1 中的命题

(ii)成立。

定理 1表明了我们的模型具有非常明确的均衡

预测和丰富的经济学含义。特别地，在较为一般化

的参数条件下(F(B)-F(b)＜1)，我们的模型存在唯一

的 S(1)-抽样均衡。例如，当收益参数满足 B≥c且
b＞c时，我们有F(B)=1及F(b)＞0(假设 f(c)＞0,∀c∈[c，
c])，从而得到α*(1)=1。这与我们直觉的预期一致：如

果个体无论如何都能从合作选择中获得足够高的收

益，那么群体中的所有人都会选择合作。我们模型

的另一个角点均衡预测则更为微妙：当b≤c时，我们

有 F(b)=0，则无论 F(B)-F(b)＜1是否成立，模型中总

是存在一个所有博弈者都选择不合作(即α*(1)=0)的
S(1)-抽样均衡。直觉上，这是因为当单向合作带来

的收益b太小(或带来的额外损失太大)时，博弈者抽

样遇到选择合作的对手的概率总是小于合作带来的

抽样收益是最优的概率(α(1)＜w(1，α))。因此，无论

相互合作的潜在收益B有多大，群体中都可能不会

出现任何合作(例如在B＜c=+∞的情况下)。我们可

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这个可能不那么显然的结果。

一方面，该发现可以说明某些由衷地甘于奉献和合

作的个体(即 ci＜b的博弈者)的存在对于推动群体合

作非常关键。因此，向关键个体提供“兜底”保障(如
通过法律明确“见义勇为”者不会被过分苛刻地追

责、落实对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生活保障等)将对社

会合作和信任的提高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我们的

结果也说明了如果政策制定者忽视对自愿提供合

作的个体的收益保证，仅仅寄望于通过宣传合作的

潜在收益或重奖成功合作典型(即增加B)的方式来

提高社会合作、信任水平的话，其效果很可能不会太

理想。

定理2 当个体无论如何都能从合作选择中获得

足够高的收益(B≥c，b＞c)时，群体中的所有人都选

择合作(α*(1)=1)将是唯一的均衡结果。当人群中不

存在特别热衷于合作的个体或人们不能确保自己合

作获得的收益足够大(b≤c)、但却存在部分几乎没有

团队协作意识的个体(B＜c)时，无论相互合作的潜在

收益有多大，群体中无任何人合作(α*(0)=1)都是唯一

的均衡。

(二)均衡稳定性分析

Sethi(2000)通过构建一系列的反例说明，虽然 S
(1)-抽样均衡非常直观且具有良好的存在性质，但它

有可能是不稳定的。显然，基于不稳定均衡所得出

的结论在稳健性方面让人存疑。鉴于此，我们将在

进一步分析定理1中S(1)-抽样均衡的经济学含义之

前，简要地讨论并验证它的稳定性。

与 Sethi(2000)类似，我们考虑以下“抽样动态”

(sampling dynamics)：在人群中，每一期均有相同比率

的博弈者进入和退出。未退出的往期博弈者会继续

采取其之前的行动，而新进入的博弈者则会对可选

行动各抽样尝试一次，然后选取抽样结果中对应的

支付最大的行动。因此，人群在新一期的行动分布

将由往期博弈者的行为模式和新进入者的抽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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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决定。

正式地，记在 t期人群中的行动选择分布为αt∈
ΔA。假设在每一个长度为h≥0的离散时间段内，有

1-e-h比例的博弈者会从该人群中退出，同时又会有

相同比例的新博弈者加入。对于新进入人群的博弈

者，给定成本类型 c∈[c，c]，与定理 1推理类似，合作

行动a=1为其带来最高抽样支付的概率为 w͂ (a，αt，c)=
F(b)+(F(B)-F(b))·αt(1)。据此，事前状态下，新进入人

群的博弈者选择合作行动的概率为w(1，αt)= w͂(a，αt，

c)。因此，在经过一个长度为 h的离散时间段后，人

群中选择合作行动的博弈者比例约为

αt+h(1)=e-h·αt(1)+(1-e-h)·w(1，αt) (3)
对式(3)中的时间长度 h取极限，我们得到以下

关于人群中选择合作行动的博弈者比例的准确演化

方程式：

ȧt(1) ≡ limh→0
αt+ h(1)- αt(1)h =w(1，αt)-αt(1) (4)

显然，抽样均衡必然是上述抽样演化动态过程

的静止点(rest point，即满足 α̇t(a) =0,∀a∈A的概率分

布)。参考Hirsch and Smale(1974)关于动态演化系统

稳定性的标准定义，我们对 S(1)-均衡稳定性的正式

定义如下：

定义2 如果一个 S(1)-抽样均衡α*满足下面的

条件：∀δ＞0，α*∈Uδ，都存在一个子邻域V⊂Uδ，使得

如果αt0∈V∩ΔA，则有αt∈Uδ∩ΔA,∀t＞t0。我们称α*为

稳定的S(1)均衡。

下面的定理表明，我们模型中的 S(1)-抽样均衡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定理3 在任意的参数条件下，S(1)-抽样均衡都

是稳定的。

证明：当模型的参数满足F(B)-F(b)=1时，由定理

1可知，任意的概率分布α∈ΔA都可构成一个S(1)-抽
样均衡。与此同时，在上述参数条件下，对任意的

αt(1)，式(4)都将简化为αt(1)=0。这意味着式(4)对应

的演化系统实质上是静态的。因此，对于任意的

αt0 ，显然都有 αt= αt0 ,∀t＞t0。这意味着 Hirsch and
Smale(1974)的稳定性条件必然成立。

接下来，我们考虑F(B)-F(b)＜1的情形。由定理

1可知，此时存在唯一的S(1)-抽样均衡α*，其中选择

合作行动的博弈者的比例由式(2)给出。与此同时，

代入w(1，αt)的表达式后，演化方程式(4)可进一步简

化为：

α̇t(1) =F(b)-(1-(F(B)-F(b)))·αt(1)
因此，α̇t(1) 的正负情况与αt(1)-α*(1)完全一致。

结合 α̇t(1) 是关于αt(1)的线性函数，这意味着若起始

点 at0 坐落在S(1)-抽样均衡α*的一个邻域，则随着时

间的推移，它总是会收敛到α*。由此可知，均衡α*是

渐近稳定的(asymptotically stable)，所以它必然也是

稳定的(Hirsch and Smale，1974；Sethi，2000)。
(三)内点均衡：比较静态分析及与纳什均衡的

比较

当 b∈(c，c)时，我们有 F(b)∈(0，1)，因此均衡时的

合作人群比例将处于内点水平：α*(1)∈(0，1)。通过直

接的求导分析，我们得到以下比较静态结论：

定理4 假设 b，B∈(c，c)，且 f(c)＞0,∀c∈[c，c]。随

着(单方或者相互)合作带来的收益的提高，人们的整

体合作水平将提高。

证明：对式(1)求导得到以下两个比较静态结论

∂α*(1)
∂B = f(B)F(b)

(1 -(F(B)- F(b)))2 ＞0，
∂α*(1)
∂b = f(b)(1 - F(B))

(1 -(F(B)- F(b)))2 ＞0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 b，B∈(c，c)的条件不满

足，我们依然有
∂α*(1)
∂B ≥0及 ∂α*(1)

∂b ≥0。
定理 4从直觉上很容易理解：无论 B还是 b提

高，合作行动为博弈者带来的支付在所有情况下都

不会降低，而且在特定的抽样结果下会带来支付的

提高。因此，合作行动为博弈者带来最高的抽样收

益的概率增加，进而使得均衡时有更大比例的人群

选择合作。定理4的比较静态结论有较为重要的现

实意义。人们一直以来都希望了解哪些因素可以促

进陌生群体之间的集体合作，至少从本模型的结论

来看，提高合作成功的收益与失败的收益都可促进

合作与信任。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讨论成本异质性的分布对

均衡合作水平α*(1)的影响。我们考察最简单的一阶

随机占优分布：设G与F是两个不同的分布函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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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F一阶随机占优G，即有 F(c)≤G(c)∀c∈ℝ 。据此，

我们得到以下定理。

定理5 假设 F(B)-F(b)＜1，G(B)-G(b)＜1，且群

体F的合作成本分布函数一阶随机占优另外一个群

体G的成本分布函数。那么，群体F的整体合作水平

将低于群体G。

证明：记群体F和G的均衡合作水平分别为αF(1)
和αG(1)。根据定理1，我们有

αF(1)= F(b)
1 -(F(B)- F(b)) ，αG(1)= G(b)

1 -(G(B)- G(b)) (5)
进行简单的并项调整后，我们得到

αF(1)≤αG(1)⇔ F(b)
1 - F(B) ≤

G(b)
1 -G(B)

由于 F 一阶随机占优 G 意味着 F(b)≤G(b)及 F
(B)≤G(B)，上述不等式必然成立。

定理5的直觉与定理4类似：若群体F的合作成

本分布一阶随机占优群体G，则在群体G中合作行动

为博弈者带来最高的抽样收益的概率必然会高于群

体F，因此其均衡的整体合作水平也会更高。值得注

意的是，如果我们仅仅假设群体 F的平均合作成本

高于群体G(即𝔼F[c]≥𝔼G[c])，那么定理 4中的比较结

论并不一定成立。例如，我们可以假设 b∈(c，c)并想

象以下两个分布函数F和G。其中，分布F的支撑集

为(b-ε，b]，因此我们有αF(1)=1。分布G的支撑集中

的点主要在成本下确界c附近，但也有测度非零的点

取值高于B。容易证明，只要 c附近的支撑集的概率

测度足够大，则𝔼F[c]≥𝔼G[c]成立，但我们总是有 αG

(1)＜1(即群体F虽然平均合作成本更高，但其均衡时

的整体合作水平还是高于群体G)。
虽然定理4和定理5的结论较为直观，但它们却

很难在传统的完全理性模型中得到如此清晰的体

现。例如，我们可以考虑本文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

衡解。正式地，如果一组策略映射 si：[c，c]→A满足

𝔼F[ui(si(c)，s- i (c͂) )]≥𝔼F[ui(a，s- i (c͂) )],∀a∈A，c∈[c，c]及 i∈
[0，1]，那么我们就称它为一个纳什均衡。给定图1的
支付矩阵，易知当模型参数满足 b≤c时博弈总是存

在一个群体完全无合作的纳什均衡(si(c)=0,∀c∈[c，c]
及 i∈[0，1])；当B≥c时，博弈则总是存在一个群体中

所有人都合作的均衡(si(c)=1,∀c∈[c，c]及 i∈[0，1])。最

后，假设博弈还存在一个内点纳什均衡，其中合作者

的比例为λ∈(0，1)，那么对于成本类型为c∈[c，c]的博弈

者合作是最优行动的条件是 λ(B-c)+(1-λ)(b-c)≥0。
该条件等价于 c≤c*≡λ(B-b)+b，表明对应的内点均衡

具有明显的临界值特征：所有成本低于 c*的博弈者

将选择合作，高于 c*的博弈者将选择不合作。因为

纳什均衡要求信念与行动完全相符，一个对应临界

值为c*∈(c，c)的内点均衡存在的充要条件为等式F(c*)
(B-b)+b-c*=0成立。由于相关参数条件并不互斥，上

述的角点和内点纳什均衡可以在博弈中同时存在。

实际上，由于 Z(c)≡F(c)(B-b)+b-c不一定是单调函

数，博弈甚至可能同时存在多个内点纳什均衡。此

时，如果我们不引入其他(外生于本文模型的)精炼均

衡的条件(比如以动态稳定解为精炼标准)，则很难得

到与定理4和定理5类似的、非常清晰的比较静态分

析。例如，在图2中，存在三个不同的纳什均衡，对应

的群体合作水平分别为F(c*1)＜F(c*2)＜F(c)=1。如果

我们假设群体将共同选择合作程度处于中间水平的

纳什均衡，那么由图可知，当相互合作的收益B受到

外生冲击提高至B′时，群体的合作水平反而可能会

下降(F(c′2)＜F(c*2))。这一结论明显很难和我们常识

的认知联系起来。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于集体合

作这一重要议题，本文基于“过程理性”的抽样均衡

模型可以比现有文献中基于“完全理性”的纳什均衡

图2 理性模型中的多重纳什均衡情形

注：图中粗实线为分布函数F(c)在其支撑集[c，c]=[0，2]的
取值变化，细实线(点划线)为方程(c-b)/(B-b)/((c-b)/(B′-b))在
这一区间的取值变化；此处我们设定 B=2，B′=2.5及 b=0.2。
可以看到，粗实线和细实线在合作成本的支撑集上共有三个
交点，此时博弈存在三个纳什均衡，对应的群体合作水平分别
为F(c*1)＜F(c*2)＜ F(c͂) =1。当合作的收益从B提高至B′时，从
粗实线和点划线的相交可见，中间位置纳什均衡的群体合作
水平反而下降了(F(c*2)＜F(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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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提供更多、更精确的可被检验的实证预测，从而

也更能带来新颖和深刻的发现。②

需指出，上述比较结论依赖于定理4和定理5中
的前提条件 F(B)-F(b)＜1。反之，若有 F(B)-F(b)=1，
则模型存在无穷多个抽样均衡，其数量很可能远远

多于纳什均衡(注意当 c均匀分布于[b，B]时，博弈也

存在无穷多个纳什均衡)。这说明了我们在应用本

部分的分析结论时需注意适用的范围。例如，当群

体中存在至少一部分由衷乐于奉献的个体(b＞c)或
者很不合群、几乎没有团队协作意识的个体(B＜c)
时，那么抽样均衡具有唯一性，其在解释和预测方面

相对于纳什均衡的优势可能会较为明显。反之，若

上述条件不满足，则考虑博弈参与者的过程理性并

不一定能显著提升模型的表现。

四、拓展：多次抽样均衡

在不少现实场景(如家庭、宗族、工作团队)中，人

们之间的互动很可能相当频繁，因此完全可以对不

同行动进行多次抽样。比如，博弈者A可以通过博

弈者B在过往多件事情上的表现(比如B是否每一期

都固定偿还他向A借的小额贷款)，才决定是否给予

他完全信任。为此，本部分将抽样均衡的定义拓展

到人群多次互动的环境，刻画其存在与稳定方面的

性质，进而验证我们从单次抽样情形中得到的理论

直觉的稳健性，并获得一些新的启示。

我们假设人群中每个人对每一个可选行动均抽

样K≥1次，并最终选取其抽样经历中效用总和最大

的行动。与单次抽样的情形类似，无论抽样结果如

何，成本类型为c＜b的所有博弈者必然选择合作，类

型为 c＞B的博弈者必然不合作。对于成本类型为

c∈[b，B]的博弈者，如果他在对合作行动的支付结果

进行的K次抽样中有m∈｛0，1，…，K｝次遇到合作者，

有K-m次遇到非合作者，那么对应的总抽样支付为：

m(B-c)+(K-m)(b-c)
由于选择不合作的行动的收益总是等于零，我

们在简易计算后可以判定当且仅当m＞K(c-b)/(B-b)
时，博弈者从合作中得到的总抽样支付才会大于不

合作的总抽样支付。

接下来，对于所有m=0，1，…，K，我们定义以下

阈值：

cm≡ mK (B - b) +b
那么，给定人群中选择合作行动的博弈者比例

为α(1)，对于成本类型为 c∈(cm-1，cm)的博弈者，合作行

为的K次抽样总支付比不合作行为更高的概率为：

∑
k=m

K Ck
K(α(1))k( 1-α(1))K-k

其中 Ck
K = K!k!(K - k)! 为组合数公式。下一步，对

于所有m=1，…，K，我们定义

Φm(α(1))≡(F(cm)-F(cm-1))·(∑
k=m

K Ck
K(α(1))k (1-α(1))K-k)

那么，在事前状态下，K次抽样中，合作行动 a=1
为博弈者带来最高抽样总支付的概率为

wK(1，α)≡F(b)+∑
m=1

K Φm(α(1)) (6)
相应地，我们有wK(0，α)=1-wK(1，α)。
定义3 当一个概率分布α∈ΔA满足α=wK(a，α),∀

a∈A时，我们称它为S(K)-抽样均衡。

显而易见，定义1中的S(1)-抽样均衡是定义3的
S(K)-抽样均衡的一个特例。此外，与第三部分第

(二)小节类似，我们可以考虑如下一个基于抽样动态

的演化方程式：

ȧt(1) =wK(1，αt)-αt(1) (7)
进而讨论 S(K)-抽样均衡的稳定性问题。由于

稳定 S(K)-抽样均衡的正式定义与定义 2完全类似，

我们在此略过。

定理6 对于任意的合作成本分布函数，至少存

在一个稳定的S(K)-抽样均衡。

证明：假设 F(b)=0，且 wK(1，α)≤α(1),∀α(1)∈[0，
1]。那么，易知α*=(0，1)(即全部博弈者均选择不合

作)是一个 S(K)-抽样均衡。此外，由于αt(1)≤0对于

任意的起始点α(1)和时间 t均成立，α*=(0，1)必然满

足Hirsch and Smale(1974)的稳定性条件。

接下来，假设 F(b)＞0。因为式(6)是关于α(1)的
连续函数，且定义域和值域均为[0，1]，又因为差值函

数δK(α(1))≡wK(1，α)-α(1)在α(1)=0处严格大于零且在

α(1)=1处小于零，利用介值定理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可以判断，必然存在一个同时满足以下两个

条件的概率分布α*∈ΔA：(i)wK(1，α*)=α*(1)；(ii)存在ε＞
0，使得如果|α(1)-α*(1)|＜ε，则有(wK(1，α)-α(1))(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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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1))≤0。条件(i)表明α*是一个 S(K)-抽样均衡。条

件(ii)表明，如果演化方程式(7)的初始概率α0(1)稍微

高于(低于)均衡概率α*(0)，我们总是有 ȧt(1) ≤0( ȧt(1) ≥
0)。根据Hirsch and Smale(1974)和 Sethi(2000)，以上

条件足以保证α*(1)是演化方程式(7)的一个稳定的静

止点，因此它对应的概率分布α*是一个稳定的S(K)-
抽样均衡。

定理 6的一个直接推论是，当存在唯一的 S(K)-
抽样均衡时，它必然是稳定的。然而，与定理1不同，

定理 6并不排除多个 S(K)-抽样均衡同时存在的可

能。以K=2为例。此时，我们有 c0=b，c1=(B+b)/2和

c2=B，进而有

w2(1，α)=F(b)+(F((B+b)/2)-F(b))·2·α(1)(1-α(1))+
(F(B)-F((B+b)/2))·α(1)2

若 F(b)=0，则此时α(1)=0必为方程w2(1，α)=α(1)
的一个解，即存在一个无人合作的 S(2)-抽样均衡。

这一均衡也是在K=1的情形下的唯一均衡。然而，

如果我们进一步有F((B+b)/2)＞0.5，则易证差值函数

δ2(α(1))≡w2(1，α)-α(1)关于α(1)在α(1)=0附近是严格

递增的。故由介值定理可知，均衡条件w2(1，α)=α(1)
必然还存在一个非零解。换而言之，与单次抽样的

情形不同，即使在b≤c的情况下，只要合作成本较低

的人群比例足够高(F((B+b)/2)足够大)，我们依然可能

在人群中实现一定水平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

这个例子中，合作水平为零的抽样均衡是不稳定的：

如果人群的初始合作水平稍稍大于零，那么根据演

化方程式(7)，他们将在后续的互动中进一步提高其

合作的概率。与之相反，合作水平非零的抽样均衡

是稳定的。以下定理将上述理论直觉拓展到更为一

般化的情况。

定理 7 对于任意K≥2，只要 F(c1)＞ 1K ，那么总

存在一个有非零比例的博弈者合作的稳定 S(K)-抽
样均衡。

证明：当 F(b)＞0时，α(1)=0不可能为均衡条件

wK(1，α)=α(1)的解，故此时对于任意取值的 F(c1)，都
存在一个合作水平非零的稳定 S(K)-抽样均衡(参见

定理6)。
下面我们考虑 F(b)=0的情形。对式(6)求导，并

对其在α(1)=0的点取值，我们有

∂wK(1，α)
∂α(1) |a(1)= 0 =F(c1)·K＞1

这意味着，函数 δK(α(1))≡wK(1，α)-α(1)在零点附

近的取值必然是递增的。因此，由连续性和介值定

理可知，此时均衡条件wK(1，α)=α(1)必然存在一个符

合定理 6 证明中的条件 (i)和 (ii)的非零解。根据

Hirsch and Smale(1974)和 Sethi(2000)，该非零解必然

对应一个稳定的S(K)-抽样均衡。

总结而言，引入博弈者多次抽样的可能性并没

有彻底改变模型的均衡性质，说明了我们在第三部

分中关于S(1)-抽样均衡的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

性。更进一步地，我们发现与单次抽样的情形相比，

多次抽样均衡中合作出现的可能性更高。这一结果

与新近的文献中提出的多次抽样均衡比单次抽样均

衡更容易出现合作 (参见如 Sandholm et al.，2020；
Arigapudi et al.，2021)的发现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

是，多次抽样均衡下更容易合作的机制与重复博弈

完全不同：前者是因为合作成本较低的博弈者在人

群中的占比较高，多次抽样经历能放大合作相对于

非合作的支付优势；后者则是靠与博弈历史相关的

奖惩机制促进合作。

五、模型的应用

接下来，我们通过简单的福利分析，讨论几个较

为重要的现实问题。为了避免冗长的技术性讨论，

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S(1)-抽样均衡。

(一)国民财富的积累：信任与合作的价值

近年来中国经济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逐渐

步入“新常态”，以前粗放式的、主要依靠高投资以及

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这意味着中国今

后的增长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及其他一些“无

形”的因素。事实上，社会信任这种“无形”因素对国

民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受到关注：国际上大量研究表

明，以社会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可以显著促进一

国的经济增长 (如 Knack and Keefer，1997；Zak and
Knack，2001；Durlauf and Fafchamps，2005)。尤为值

得我们注意的是，最近涌现的很多实证文献论证了

社会信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中国也存

在，如刘凤委等(2009)、崔巍和陈琨(2016)、吕朝凤等

··44



2024.4 理论经济学
ECONOMIC THEORY

(2019)等。

尽管大量的实证文献讨论了社会信任对经济有

正面促进作用，从直观上也不难理解，比较遗憾的是

目前关于社会信任与财富积累(经济增长)之间的理

论探讨大多局限于完全理性模型(参见如崔巍和陈

琨 ，2016；Francois and Zabojnik，2005；Zak and
Knack，2001)，因此可能会遇到我们在第三部分第

(三)小节提到的问题。本文模型为此提供了一种仅

要求经济体参与者具有有限理性的理论支撑，其结

论可能更为稳健。为简便起见，假设B，b∈(c，c)。根

据第三部分第(三)小节的分析，我们的模型预测均衡

时人群中采取合作行动(或选择信任他人)的概率为

α*(1)= F(b)
1 -(F(B)- F(b)) (同时也是合作行动为类型 c∈

(b，B)带来更高抽样支付的概率)。据此，我们得到以

下的社会总福利：

WF(B，b)=α*(1)∫-cB(B - c)dF(c)+(1 - α*(1))∫-cb(b - c)dF(c)
(8)

不难发现，社会总福利(或国民财富)将随着合作

或信任收益 B或 b的提升而提升：WF/B＞0，WF/
b＞0。这其中当然包含了收益B或 b的直接效应：

给定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即人群中选择信任他人

的比例)，B或 b的提升将直接提高信任和合作带来

的经济收益。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即使增加B或

b并不具有直接收益(比如当它们伴随较高的征税成

本时)，它们也可以通过提高社会信任程度α*(1)的方

式(参见定理3)，间接提高国民的总财富。

现实中有一些较为直观的政策可以改变B以及

b，比如Olson(1965)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议第三

方对于人们的合作行为予以额外奖励。另外还可以

考虑一些与制度建设方面有关的政策，比如公正的

司法体系、清晰的产权保护以及契约的监督与维护

等方面的加强。本文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当政策

制定者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标对上述公共资源的投

入和维护进行权衡分析时，必须全盘考虑它们对促

进群体信任的内生影响。

(二)文化、信任与集体合作

普遍认为，文化作为一种群体内世代传承的习

俗和信念，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潜移默化

地影响个体的行为模式(张航等，2021)。本小节的内

容主要是围绕本文模型的主要结果，为新近出现的

一系列从不同角度分析文化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经验

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特别地，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内学者非常关注

宗族、方言等文化因素如何通过影响群体内部的信

任与合作的机制，进而影响人们的各种经济行为。

例如，潘越等(2019)讨论了宗族因素可以缓解民营企

业的融资约束，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机制就是同宗

同族的群体拥有更高的信任水平。针对更为具体的

市场交易情景，张航等(2021)发现当二手房买卖双方

的方言越接近时，最终成交的价格越低。根据作者

的论证，这是因为方言作为文化的一种主要载体激

发了卖方对买方的提携与帮助意愿，而这种意愿的

产生可能是因为使用同一种方言促进了人们之间相

互的认同感。马双和赵文博(2019)则发现地域中的

方言越多样，流动人口的收入增长越受到抑制。文

章给出的解释是不同方言的使用导致信任以及其他

人际关系的阻力增加，进而影响了收入增长。

本文提出的简单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上述实证结果背后的机制。一方面，我们认为

宗族以及方言具有非常独特而又清晰的文化因素，

非常容易在特定的同类人群中形成认同感、凝聚力，

比如共同的习俗、饮食习惯、行为模式等能明显降低

人际中的各种交易成本以及阻力。这一论断也有实

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卢盛峰和陈悦(2019)的研究便

明确论证了方言可以显著提升人际融合状态。如果

把这些阻力理解为合作或信任活动的成本，那么我

们第三部分第(二)小节的比较静态分析表明，当这些

成本整体下降时，群体的信任程度会上升。举例而

言，假设群体 F的成员文化背景差异比较大，而群

体 G的成员则具有方言、宗族等方方面面共同的

文化背景。在这种情况下，群体 F面对的合作成本

整体上很可能会比群体G的更高。特别地，如果这

两者对应的合作成本分布满足一阶随机占优条件的

话，由定理 4可知群体F的均衡合作、信任水平αF(1)
将低于群体G的水平αG(1)。若进一步假设F局部随

机占优G(local stochastic dominance，即F和G满足F′(c)/
F(c)≤G′(c)/G(c)∀c∈[c，c])，则能得到群体 F的社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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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比群体G的(分别记为WF和WG)更低：

WF= αF(1)∫-cB(B - c)dF(c) + (1 - αF(1))∫-cb(b - c)dF(c) ≤
αG(1)∫-cB(B - c)dG(c) + (1 - αG(1))∫-cb(b - c)dG(c) =WG

其中不等式成立是因为F与G之间的局部随机占优

关系意味着𝔼F[c|c≤ ĉ ]≥𝔼G[c|c≤ ĉ ],∀ ĉ ∈[c，c](参见Ri⁃
ley，2012，p.242)。

另一方面，我们的理论模型说明了文化的“同质

性”(homogeneity)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前述的经验发

现：一个在合作成本方面高度同质的群体(如共同信

仰某种宗教)并不一定比另一个同质性较低的群体

有更高的合作程度。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考

虑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假设群体 F中一半人的合

作成本为 b+ ε2 ，一半人的成本为 b+ε，其中 b＞c；而
群体G中有一半人的合作成本为b-ε，另一半人的合

作成本为b+ε(此处ε＞0)。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

认为群体F比群体G更为同质化，然而根据定理1我
们依然有αF(1)=0＜αG(1)。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观察

到前述文献中的实证结果，很可能并不是因为文化

背景的共同性本身有利于经济绩效的增长。例如，

一个来自同一地方的群体可能会由于共同的成长环

境，呈现较高的同质化。然而，如果该地方的文化缺

乏如潮汕文化中对社会救助以及慈善体系的重视

(陈友义，2014)，那么该群体也可能难以实现较高的

合作水平和经济绩效。③

六、结语

为了理解人类的集体合作行动，经济学家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经典的

理性选择模型的均衡假设往往过于苛刻，同时也在

预测和解释实验观察方面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有鉴

于此，Ostrom(1998)公开呼吁研究集体合作的学者需

要重视来自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实验发现。作

为一个回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文献中已有一些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理

解合作行为的理论工作，但它们主要关注的是博弈

者在现实中的行为动机(或目标函数)与传统理性模

型的差异，如利他主义、互惠激励等 (参见如 Sethi
and Somanathan，2006；韦倩等，2019)。本文关注的则

是集体合作博弈的参与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

问题。第二，我们将经典的抽样均衡解概念拓展到

博弈参与者具有异质性的情形，并证明了它在集体

合作博弈模型中普遍具有唯一性，因此能够比基于

完全理性模型的解概念带来更清晰的比较静态分析

结果，便于建立可供检验的实证预测。未来的研究

可以通过考虑博弈者自愿选择加入不同的群体(如
通过移民)的激励，进而分析不同群体的合作水平与

不同类型的博弈者的参与及合作行动的选择之间的

内生关系。

沃迈、朱景琛和三位匿名审稿人为本文的写作

提供了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由于成本刚好为 ci∈｛b，B｝的博弈者的测度为零，我们
在分析的时候可以略过这部分人群。

②在完全理性模型的框架下，全局博弈理论(global games)
(Morris and Shin，2003)也曾对集体合作问题进行与本文类似的
讨论。其中，Carlsson and Van Damme(1993)假设成功合作具有
不确定的共同价值(common value)，而每位博弈者只拥有关于这
一共同价值的不完美的私人信息。他们证明了，在满足“极限
占优”(limit dominance；其含义与我们的条件F(B)-F(b)＜1类似)
等一系列标准条件下，上述博弈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与该
文相比，我们模型中合作成功的共同价值部分是确定的(参数
B为公共信息)，但私人价值(private value)部分则存在不确定
性和异质性。我们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博弈参与者的
有限理性，均衡结果也可能是唯一的。因此，本文采取的过程
理性模型与全局博弈的经典模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③从二阶随机占优也可得类似的结论：单纯的异质性本
身并非重点，绝对成本的尾部分布(例如前文提及的潮汕宗族
文化中的社会救助以及慈善体系)等细节因素却十分关键。
比如期望相同的两个分布，设F二阶随机占优G，说明G比F
异质程度更高，容易构造出例子，F的合作程度既可能高于G，
也可能低于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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